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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 2019年十月，適逢中共 70周年國慶。各地方政府均獲得國慶期間將啟動

「戰時機制」的相關命令，須嚴密控管「有害信息」以維護「意識形態領域政治

安全」，並重點防範「全民共振」、「顏色革命」等造成威脅的公民運動。中央明

令要求各部門加強打擊公民社會和非政府組織以及民間維權力量，務必達成「確

保盯緊看牢，穩控在當地」，尤其是宗教信徒和少數民族則被列為維穩的主要目

標對象。 

 

同年年底，中共當局成立「12.13專案組」，於北京、福建、山東、浙江、廣

東、四川等多地，進行公民抓捕與傳喚。此乃繼 2015年「709事件」（大規模逮

捕維權律師）之後，中共對公民運動最大規模的打壓。本文將說明本次抓捕事件

的緣起、背景與後續產生的影響及效應。 

 

 

二、2019年末大規模抓捕 

近年來，中共將所有包含宗教活動、經濟訴求甚至是普通聚會等都視為政治

活動。只要其中具有與中國共產黨體制內的命令不一致的想法或行動，都將用最

嚴厲的手段消除。 

 

此次全國性抓捕事件的導火線，為 2019年 12月中的「廈門聚會」。該聚會

由多位律師和公民運動人士，赴福建廈門參與。聚會者於會中討論時政和中國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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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分享推動公民社會建設的經驗，卻引來中共官方於全國多地展開大規模的逮

捕與訊問。被拘捕人士包含維權律師丁家喜、常瑋平和一般民眾張忠順、戴振亞、

李英俊等人。中共在這波打壓中將被捕者冠上「顛覆政權」和「煽動顛覆政權」

等罪名，並「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用以單獨秘密關押，不准會見律師和家屬。 

 

於此次被抓捕的公民中，多被警方聲稱因持有大量非法武器，因此遭到逮捕。

然事實上在中國人民欲在國內取得武器具有相當難度，由此更可顯現中共乃是運

用栽贓的手法為異議分子扣上新的罪名。其目的不僅為掩蓋當局抓捕公民的違法

性，同時也是為了給這些異議份子加重罪名，以便重判。 

 

 

三、抓捕行動背景因素 

人權組織「公民力量」創辦人楊建利認為，此次廈門聚會案引發的抓捕行動，

包含香港與經濟問題兩大背景因素。 

 

 (一)香港問題 

香港為中共統治下唯一還有公民活動空間的地方，在無法完全關閉這樣活動

空間的情況下，使香港不時出現公民為爭取訴求而展開的抗爭運動。同時，中共

更因此擔憂香港的公民抗爭運動會對中國的公民社會產生模仿效應。尤其在

2019 年的中共國慶期間，港人正爆發激烈的「反送中」抗議活動，歷時多月仍

無法平習。中共為部署國慶期間的十一維穩工作，公安部於反恐工作會議中，強

調要「堅決防止暴力恐怖事件發生」，並將鄰近香港的廣東同樣列為重點防範區

域。顯現中共擔憂抗爭事件藉由地利之便蔓延至內地。 

 

(二)中國經濟問題 

最近幾年，中共政府時常在經濟不穩時加強政治維穩，如同前述於 2015年

發生的「709事件」。在「709」爆發前夕，中國股市坍塌、經濟出現問題，因此

為控制維權領袖的言論發表，與可能導致的社會恐慌而急於大規模抓捕維權人士。

在 2015年 7月 9日起，中共公安局在多達 23個省份進行大規模逮捕、傳喚、刑

事拘留、帶走、失聯，共約談上百位律師、民間維權人士、上訪民眾及其親屬的

事件，部份人士至今仍下落不明。該事件與本次中國大規模打壓公民社會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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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初一轍。 

 

2019 年，中國同時面臨國內外的挑戰。國內挑戰，在於需求疲軟與豬瘟疫

情爆發，衝擊民生經濟；對外則與美國在中美貿易戰中纏鬥，不僅顯著減少貿易

順差，經濟成長率更是創 27年來新低，種種因素均對中國經濟產生嚴重打擊。

而 2020年則是中共需兌現多項經濟目標的時刻，包含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以及年

底的國內生產毛額（GDP）須比 2010年成長一倍。中共於 2019年遭遇國內經濟

削弱與外部環境惡化的窘境，是否仍能順利於 2020年實現全面脫貧，可謂對中

共政權帶來不小的壓力和挑戰。在內憂外患的情況下，為達成經濟目標而大力加

強社會維穩工作之舉，與「709事件」的背景因素可謂不謀而合。 

 

綜合上述的兩項因素，中共於 2019年末展開大抓捕以壓制公民社會，似乎

是有機可循的。 

 

 

四、為何武漢肺炎疫情蔓延：公民社會缺位下的國家治理 

中共自胡錦濤時期開始，即以「維護國家局勢和社會的整體穩定」之名，對

於國內維權人士與異議份子進行嚴密的監控與打壓，並將「維穩」列為國家重點

工作之一。自 2012 年習近平上任國家主席後，不僅透過「打貪」以肅清政敵，

維穩手段與經費更是日趨加重。透過打壓國內公民社會的活動空間、控制傳媒和

網絡、立法規管境外非政府組織，用盡各式手段大幅壓縮公民言論自由、集會自

由、宗教自由與網絡自由等人民基本權利。嚴格的社會管控不僅導致經濟萎縮，

維穩體制亦正在不斷耗竭國家財富資源。 

 

其中在網路管制方面，中共透過高築防火牆、封鎖互聯網，將中國網際網路

控管成為中共區域網，使廣大公民無法獲取自己需要的相應信息，無法全面客觀

獲取真實信息。隨著中共當局對網路控制的日益加強，對公民言論與信息的封鎖

亦趨嚴酷。一些公民設法通過破網軟體與技術來翻牆上外網，均會遭到中共當局

的嚴厲鎮壓，包含被警告、斷網、罰款、甚至勞改與判刑。 

 

中共當局以維穩之名加強整肅公民社會，雖能達到「一言堂」與社會安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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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象，實質上則可能產生兩種結果。其一為愈嚴格實行公民抓捕將更使公民產生

反彈心態，衍生如香港返送中運動的後續大規模抗議活動；其二則為言論自由管

制，將使中央政府失去自民間獲取信息之管道，而無法及時掌握社會脈動，近期

武漢肺炎的大規模快速傳播即為一例。 

 

2019年 12月 30 日，李文亮等 8名武漢醫生曾在微信群發布有關華南海鮮

市場疫情消息。然而示警消息不僅被中共中央忽視病毒可能的嚴重性，更強力壓

制與疫情相關之言論。隨後武漢警方以「在互聯網發佈不實言論」傳喚率先發表

疫情信息的諸位醫生，使其被冠上「造謠者」之名並被迫簽下「懲罰訓誡書」。

直到今年 1月底，中國政府才終於坦承疫情，然官方卻始終未認錯，民間輿論則

轉而將李文亮視為「吹哨人」。2 月 6 日晚間，中國公民社會在對政府防控措施

的種種不滿以及疫情快速擴散的壓力下，各種悲憤、懊悔的言論因李醫師病逝消

息的曝光而隨之於網路上蔓延，「李文亮醫生去世」、「要求武漢公安廳下跪道歉」

等詞彙一度成為中國各大網路社群平台的「熱搜」關鍵字。與此同時，中共官方

為平息億萬網民的憤怒，要求院方依照指示進行象徵性搶救；中宣部則發並命令

要求媒體對相關消息「穩妥控制熱度」並「逐步撤出熱搜」。此番「政治性搶救」

的行為立刻再次激起公民社會的不滿，網民們怒吼要求官方政府出面道歉、公開

真相，並要求擁有真正的言論自由。「我要言論自由」的話題迅速在微博上延燒，

但不久後即被全面刪除相關關鍵字。 

 

爭取言論自由的活動雖僅歷時短短一夜即被迅速下架，所引發的效應卻仍持

續在中國公民社會中發散。其中最廣受關注的為由多位資深學者共同屬名，題為

「唯有改變，才是對李文亮醫生最好的紀念——致全國人大、國務院並全國同胞

書」的公開信，內文提及「應釋放所有因思想、信仰、言論、政見和信仰遭受刑

罰的公民並予國家賠償；以及全面反思近年國內外政策」等六大訴求。該文不僅

已廣傳於中國內外，亦引起不同階層及群體紛紛透過公開信表達爭取言論自由、

媒體報導自由和網路言論自由以及要求中國政府進行反思與改革等相關訴求。 

 

 

五、結論  

此次因武漢肺炎進而開展的「公民覺醒」，應是中共官方所始料未及的。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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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因疫情，而無暇即刻對公民社會進行強而有力的壓制。日後，中共政府是否得

以確實了解公民社會的強烈不滿，實際上來自於對體制長期積累的弊病，進而檢

討並改革，值得後續關注。  

 

過去幾十年來，中共獨裁體制出現的社會問題，每每讓中國民眾與世界各國，

為其承擔代價。從 2003年的 SARS、2008年的毒奶粉、2019年的豬瘟以及這次

的武漢病毒，顯示中共在欠缺公民社會監督下，採取的仍是一言堂式的決策模式：

先粗暴封鎖事實並逮捕異議者，並評估該事件對社會穩定的影響，再決定是否與

以公布，以及如何公布。中共極權體制或許在某些政策的推動上，出現了所謂的

高效率，但這種作法是建立在權力集中的基礎上。在欠缺市民社會的監督，以及

常規性的政治反對力量的制約下，以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共領導集體，應該為這次

的疫情負責，並慎思如何改進中國千瘡百孔的醫藥與公共衛生體制。 

 

在欠缺公民社會監督下，本次疫情的蔓延，也讓習近平頌揚的「中國夢」、「中

國之治」、「兩個一百年」以及「治理現代化」等口號，看起來格外諷刺。武漢肺

炎重創了中國的國際形象，也對於所謂的「中國模式」出現了更多的質疑與批判。

在歷經 20多年的經濟快速起飛後，中國治理模式的後遺症與侷限，也一一浮現。

若中共不能設法從體制層面進行改革，則武漢肺炎事件，可能將是吹響中共極權

體制崩壞的一個哨音。 

 


